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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医常常成为知识分子攻讦的对象，

中医从以救治他人为己任滑落到需要被社会所救

治［1］。社会的责难既成为民国中医知识转型的动

力，也使其遭遇社会偏见性的“污名”。社会偏见对

象是某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偏见的感情基础是建立

在错误与顽固认知上的厌恶感［2］。民国时期对中医

的社会偏见意味着当时社会心态中蕴含着对中西

两种医学差异的社会认同及医学选取的价值偏

好。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是：首先，解构环境与医

学知识互用的过程，从而揭示西医知识被社会环境

所需要是知识分子对中医产生社会偏见的原因；其

次，以梁启超的疾病史为例具体说明对中医的偏见

是如何在社会中展示与运作的。

一、知识与环境互用过程的解构

（一）医学知识未介入社会

西医最初是伴随着宗教传播进入中国的。鸦

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利用通商口岸大规模传播西

医。据统计，1842—1848年，广、厦、福、宁、上五个

通商口岸全部建立教会医院，到1905年全国的教会

医院已有166所，诊所达241处［3］。研究西方医学理

论，留学国外学习西医的人数也与日俱增。政府上

层李鸿章等人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

于至精至极微之境”。然而这“西医热”并未给中

医造成冲击，民众对中西医采取分科对待并无所

偏好，因而各取所长：对于外科、五官科等多选择

西医，对于内科、妇科等以中医治本为主。虽然西

医与中医的论战也时有发生，但仅仅局限于医界，

而西医诊所与中医老字号总体也相安无事地立于

街头两端。

此时中医学总体掌握着当时中国医界的主导

权，西医作为一种新传入的医学并未对中医构成威

胁。因此中医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有医家以大度

的姿态了解西医理论，并寻求中西医融合的可能。

清末医家周雪樵是最先介绍西医的人，他坚持“中

西汇通”，并认为“中医与西医并治，中医且占优势

也”。近代医家唐宗海则认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

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

是”，由此要求进行“中西医汇通”。而中西医汇通

大家张锡纯也赞同此说，认为应该以“西人之说与

方中义理相发明”。

由此可见，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前，西

医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从政治上层到中西医

医家以及平民百姓都已经关注到中西医的区别。

这一时期中医仍处于中国医界主导并且主张中西

医融汇学习，西医虽然精确有效但其知识讨论局限

于医学内部。此时社会能够较为客观地衡量两种

医学，西医未被社会（环境）所广泛需要，因此社会

心态并未对西医产生价值偏好，对中医的社会偏见

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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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徐宇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文章回顾了近代时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对中医

社会性偏见的原因是西医的科学知识被社会所需要，由此分化出对两种医学不同的价值取向。

文章以梁启超疾病史及其在公共领域发表的社论与私人家书做对比，具体说明了对中医的偏见

在社会中的显象与运作。

关键词：中医；知识分子；社会偏见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1）01-064-004
doi：10.7655/NYDXBSS20210113

收稿日期：2020-11-08
作者简介：徐宇凡（1995—），男，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

医学人文





·· 64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1期 总第102期
2021年2月

（二）西医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

甲午战争战败唤起了全中国的觉醒。一时间，

“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和口号。洋

务运动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破灭，

改良或者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成为迈向富强的第一

步。此时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生物医学

成为中国重点学习的对象。这些理论知识被社会

环境所需要，并被寄予民族生存的厚望。

利用西医之“科学”攻击中医之“蒙昧”，从而来

达到政治、社会、思潮上的目的正是肇始于甲午战

争。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

医学善会，并作文扬西贬中。“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

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

力，今当辞而辟之。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

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形式。嘻！吾辈

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4］批评中医

的同时，梁启超还将西医与民族振兴相关联，提出

“强国强种论”与“医学救国论”，认为“强国必先强

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他在《时务报》

发表文章谈到：“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

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

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

……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

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

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5］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抨击可

见一斑。事实上，近代对中医抨击最早、最为激烈

极端的并非西医与传教士，而恰恰是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除梁启超外，当时的新文化代表人物如鲁

迅、胡适、郭沫若等都激烈地批评了中医。显然，知

识分子为代表掀起的“反中医”热潮绝不仅限于医

学知识与医学理论的探讨，其目的也不仅仅是传播

西医。正如古典社会学家并非偏爱生物学与物理

学，而是借此达到社会学从哲学中剥离，建立实证

主义社会学的目的。西医之所以被清末民初知识

分子所推崇，也正是知识被社会环境所利用的表

现。知识分子或是社会改革家，或是政府官员，或

是社会中拥有极大话语影响的人。当知识被知识

分子及社会环境所需要时，知识就和权力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西医为社会变革提供知识武

器，另一方面权力又为西医知识的传播和在社会

空间上战胜中医提供便利。因此 20世纪初的“反

中医”浪潮不是站在中西医平等的角度论战，而是

极具群体情感色彩的偏见。在知识分子所倡导新

的医学价值观后，爱国热情和救亡图存的信念裹

挟了更多民众投入到反对中医的运动中来。所以

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医学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动摇了。然而这场运动兼具非理性与功利色彩

特征，对待中医是颇为不公的，造成了社会对中医

的价值偏见。

二、插曲与例证：梁启超疾病史

笔者并非主观臆断而作上述论断，也并非刻意

忽视中西医之间差距，掩盖科技进步中传统被迭代

和扬弃的必然过程。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社会对知

识的价值需求来探讨民国时期对中医产生社会偏

见的原因及表现。本文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具体

还原对中医的偏见性心理在社会中展现与运作的

过程。

从前文梁启超的言论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一个

彻彻底底反对中医提倡西医的知识分子。1926年，

梁启超因多次尿血而先后住进德国医院和协和医

院，笃信科学提倡西医的他第一时间寻求西医的帮

助。而梁启超究竟得了什么病，现在已经不能完全

得知。但根据 1926年 2月 18日梁启超给子女们写

的信件，可以大致得到当时梁启超的情形与德国医

院的诊断。“我从昨天起被关在医院里。看这神气，

三两天还不能出院，因为医生还没有找出病源

来。……医生劝令多仰卧，不许用心，真闷杀

人。……入医院今已第四日了，医生说是膀胱中长

一疙瘩，用折光镜从溺道中插入检查，颇痛苦，但我

对此说颇怀疑，因此病已阅半年，小便从无苦痛，不

似膀胱中有病也，已照过两次，尚未检出，检出后或

须用手术。现已点唐天如①速来。……我意非万不

得已不用手术，因用麻药后，体子总不免吃亏。”［6］

从此家书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住院后遭受了

很大的心理苦闷和检查时的生理创伤。并且表达

了自身对西医手术有所排斥而暗自请了时下中医

名家唐天如前来诊治。在 2月 27日的家书中可以

发现病情的新进展，“我住院忽忽两星期了……检

查结果，既是膀胱里无病，于是医生当作血管破裂

医治……两三天来，颇见起色，惟血尚未能尽止

……许多中国医生说这病狠寻常，只需几服药便

好。我打算出院后试一试，或奏奇效，亦未可知。”［6］

与一周前的家书对比，德国医院改变了先前诊断，

从“膀胱中长一疙瘩”到“膀胱无病”“当作血管破

裂医治”，西医推翻了之前的诊断。而因为路途遥

远唐天如尚未赶到，此时的梁启超也看了不少“中

国医生”并打算“试一试”。从此可知，当年反对中

医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疾病威胁时，仍然可以较为

理性地看待中西医学。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则更为

有趣。

①唐天如，中医名家，广东新会人，曾任吴佩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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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3月因德国医院医治效果不佳，梁启超

转入协和医院。初入协和医院之始，梁启超感叹

“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许多日子，不然

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6］协和医院经过X线检查，

发现右肾里面有个黑点，认为是恶性肿瘤，并决定

开刀取肾。但根据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在《晨报》

副刊发表的文章“病院笔记”描述，梁启超取肾之

后，协和发现肾上黑点并非癌症，但梁启超尿血依

旧，医院最后诊断为“无理由之出血证”。后来社会

舆论便有批评协和医院之声，而梁启超自己在给长

女思顺的信中写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

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我有一篇

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性质……总之，

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了。”［6］从上文可以看到，

尽管西医诊断多次前后不一，治疗过程痛苦，但发

现自己的病带来了对协和医院及西医的评判，梁启

超立刻表态进行“半辩护”。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当

时社会知识分子对西医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科学

与疗效，只是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所以即便是

西医有缺陷或者犯了错误，他们也会替西医辩护。

梁启超在《晨报》上撰文的题目也非常直白——“我

的病与协和医院”，文章论述了梁启超的病和协和

医院无关，医生并不“孟浪”，不希望自己的病阻碍

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在西医诊断疗效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转用中

医治疗，病情得以控制，身体逐渐恢复。“好教你们

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的清清楚楚了！

服药前和服药后，变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

忠忠在津时，色不过转淡而已，尚未纯复原，……后

来加减一两味药，回津再服，果然服三剂病根全除

……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由紫红变粉红，变

哑色，变黄，十剂以后，完全变白，血腥气味净尽，回

复到平常尿味。……诸如此类，前此偶犯其一，病

辄大发，现在完全没有，真算好清楚了。痛快之

极！据天如说，病源再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

而郁结膀胱……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

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痼，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

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6］

“伍连德说本病就一意靠中药疗治便是了。却

是因手术所发生的影响，最当注意。他已证明手术

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

丝毫病态……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

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说割

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

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

现在连德才证明了他们的谎话了。”［6］

术后三年，也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梁启超得

了痔疮，经协和医治后身体败坏。“这回上了一个大

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

药，足足灌了十天……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

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狠委

顿。……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

为一种格言了。”［6］写完这封信后三四个月，梁启超

便与世长辞了。可见的是，身为提倡新学、变法改

革的带头人梁启超的社会地位规定了其信仰取

向。在报纸公开批评中医各种虚渺是其身份和目

的所必要的，在协和医院出现医疗事故第一时间帮

忙辩解维护也是必然的。然而在给自己子女的私

人家书中则不必顾及太多，直言中医的疗效，以及

西医所犯的错误。并且在晚年也不得不感慨一句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

此处将梁启超对外公开的言论与给儿女的私

人信件进行剖析比对，证实了20世纪初由知识分子

担纲反对中医的运动并非站在公平与科学的角

度。而是因为西医知识为社会改革与民族存亡所

需要。如果没有这次的反对中医浪潮，中西医可能

会在学术界更好地融合与发展。然而这次由医药

外界所主导的反对中医运动，导致了社会对中医价

值偏见的长期存在。

三、结 语

在明清之际西医渐渐传入中国，中西两种医

学在初遇时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清末民初一批中

医学家率先进行中西医融合的探索，并且具有一

定成果。然而这种学术交流和中医学自我扬弃的

进程，因为社会环境介入而被打破。甲午战争后，

资本主义改革派和革命派亟需推翻旧制度、旧思

想、旧社会。因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利用西医“科

学”知识作为武器，结合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利、

社会威望，以批判反对中医为窗口，进行对社会和

政体的改造。此时西医知识和社会需要达到统

一，二者对中医在社会中价值地位进行再建构和

重新编码，利用爱国主义精神和救亡图存急迫感，

使“科学”的思想进入每一个人的观念，最终产生

了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建构论者认为，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隐喻下，医学作为一种文化

符号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正如贝尔

所言，现代化首先触及的就是信仰问题。毫无疑

问，中西医学的价值偏好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具有

直接关联。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近代医学

发展历史中，其质——西医成为主流医学是不容质

疑的，但其速——在短短十年内双方态势由交流学

习到全面废除中医的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

力”推动。本文通过分析、剥离中西医交流融合过

程中质与速的问题，不是褒贬某一方医学，而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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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ejudice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case study of Liang Qichao’s disease history

XU Yuf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knowledge and society in modern times，and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social prejud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modern intellectuals is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western medicine which is needed by the society. Therefore，it differentiates into two
kinds of medicine from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Liang Qichao’s editorials published in
the public domain with private letters to illustrate the appearance and operation of the prejudice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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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社会学的角度阐释社会对医学价值判断产生

的影响。要求当代社会在反思已有医学价值偏好

的基础上，更客观有效地促进两种医学的发展，使

二者共同保障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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